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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兴替与国家治理研究

多元文化主义与中华文明多样性

姚大力

　
摘　 要　 追溯多元文化主义如何从民族主义不同主张间剧烈冲突的社会背景下产生、发展，以及如何主要由于
它在处理欧美各国少数族裔移民群体方面过于激进的主张而陷于挫折、走向 “退潮”，对于讨论文明多样性具

有重要启示意义。遵循多元文化主义路线所制定的对国内原住民和人口占少数的历史民族实行地域性民族自治

各项政策，已经融入锚定西方发达国家处理国内民族关系的基本制度框架。东西比较，使我们更加看清了中国

少数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优越性，看清了我们需要弘扬的，是能充分包容多样性的中华文明一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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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民族主义和民族主义运动起源于近代西方。两三百年之内，它完全改变了世界政治版图。民族主义在全

球范围凯歌行进的同时，也给人类社会留下难以摆脱的困扰：不同的民族主义主张之间一直在互相打架，使

我们几乎无所适从。

民族主义从它产生之后，曾形成过两种完全不同的形态。第一波民族主义运动先后发生在英国、法国和

美国。那是一种以主权在民为基本诉求的国民民族主义。在革命时代的上述诸国人们思想中，把主权赋予国

家机器的是民族，而后者指的乃是出生于该国的全体人民，无论他们的语言、肤色或其他族裔特征。当然，

如果再对三国的国民民族主义进行细分，那么还可以从中区分出英美个体主义的国民民族主义与法国集体主

义的国民民族主义。

当民族主义传入德国和俄国时，它的形态转变为以 “唤醒”某个处于潜在状态中的族裔民族并以它的名

义来行使主权为基本诉求的族裔民族主义。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德意志民族意识从它存在的那一刻起就确凿

无疑地具有种族主义特征，而德意志人的民族认同实际上是种族认同……语言虽然深受尊敬，但它只是一种

附着现象，只是种族的反映，是 ‘共同血统不容置疑的证明’。在德意志民族意识缔造者的心目中，二者互

相依存，都是德意志民族体的基本纽带”①。

虽说 １９世纪以往的世界命运由上述五国民族主义所塑造，从东欧传到英美之外世界其他地方的民族主
义，实际上主要是德、俄形态的集体主义—族裔民族主义，加上法国民族主义思潮中那些激进成分。从 １９世
纪晚期直到 １９７０年代，在民族主义运动中占据支配或压倒地位的，大体上是族裔民族主义这一类型。“每个
民族都应有一个国家，每个民族只能有一个国家”（Ｅｖｅｒｙ ｎａｔｉｏｎ ａ ｓｔａｔｅ Ｏｎｌｙ ｏｎｅ ｓｔａｔｅ ｆｏｒ ｅａｃｈ ｎａｔｉｏｎ），成为它

５

① 里亚·格林菲尔德：《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王春华、祖国霞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１０年，第 ４６０页。此处对
汉译引文稍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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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典型的口号。从它派生出以下三种不一样的民族主义运动。

一是爆发在新老殖民帝国内部的争取民族独立的民族主义运动。“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

命。”中国人非常熟悉的对二战后国际形势的这一概括，很大程度就是对此种民族主义的肯定。

二是在先后建立起来的新老现代国家，也就是 “民族国家”内部由官方主导的国家民族主义。尽管经常

在爱国主义名义下被推行，它实际上却是力图以国内人口占多数的那个民族的语言文化来全方位改造和重塑

国民民族即全体国民，也就是说，要对人口占少数的各民族、族群或其他边缘人群实行同化。除冷战中社会

主义阵营各国都奉行民族自治政策外，在族裔民族主义主张被视为完全正当的年代里，瑞士以外的西方世界，

乃至第三世界的很多国家都实施过这样的同化政策。

三是新老民族国家内部少数民族与边缘人群发起的族裔民族主义运动。官方民族主义以占人口多数的那

个民族的族裔性代表全体国民来回答 “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身份认同问题，往往是

激发或催化少数民族集体身份意识的重要原因。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霍布斯鲍姆说：“第三世界大部分民族运

动主要并不是用来对抗外来的帝国压迫者，而是用来反对新获得解放的国家宣称它们是一个具有同质性的民

族，因为它们事实上并非如此。”①

随着族裔民族主义从反对种族隔离、要求拥有平等的国民身份，发展到因其少数人群地位造成的事实不

平等而要求获得补偿与保护的集体权力，国际社会从 １９６０ ／ ７０年代起采用多元文化主义路线来校正过去按单
一民族国家理念推行国家认同的做法。这里说的少数人群主要包含三个类别：由移民构成人口主体的国家中

的原住民；相对集中地世代居住在某个国家、但与该国人口占多数的人群族属相异的少数民族；较晚近才迁

入所在国的移民群体。

关于多元文化主义，有以下三个事实或现象值得引起我们格外注意。

首先，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取得了极其耀眼的成就。它主要表现在民主政体国家内的原住民和上述第二类

人群中相对聚居的人口达到二三十万者，绝大多数已获得地方性自治的政治权利，其语言也获得官方语言地

位。由是产生出在一国之内存在若干个 “次国家民族”（ｓｕｂｓｔａｔｅ ｎａｔｉｏｎ）的概念。不久前刚经过 “重大修改”

的 《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多元文化主义”条目写道：“多元文化主义的支持者们在反对 ‘熔炉’理想，即

拒绝把各少数群体成员同化于主流文化当作预期目标方面，找到了他们的共同基础。”②

对中国读者来说，强调这一点尤其必要。因为中国各少数民族，绝大部分在性质上不属于移民族群，而

是从遥远的过去就一直居住在中国国土之上的历史民族。时常听见有人说，当前世界的潮流，是一国之内再

无民族之分。“ｎａｔｉｏｎ”在国际社会只有一国之民的含义，所以作为它的汉语对译词，“民族”也只适合于在
“中华民族”的含义上使用。之所以造成这样离奇的误解，也许与当代国际关系领域仍在沿袭 “ｎａｔｉｏｎ”一语
在主张 “民族即国家”的族裔民族主义流行时代的普遍用法有关。

其次，最近二十多年来，多元文化主义不再是一个响亮的口号。多元文化主义的 “退潮”，似乎已成为

一种全球性的共识。连它在当代最重要的倡导者 Ｗ 金利卡也承认：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 “已经从它的立场

退回来，转而强调 ‘国民整合’‘社会聚合’‘共同价值’‘共享的国民身份’等言说”；“社会民主党与极右

派言说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强调必须发展一种更有包容性的民族认同、反对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不过它也

刻意使自己与多元文化主义的言辞和政策保持距离”。③

再次，在一部分坚持多元文化主义立场的学者看来，它的 “退潮”，在很大程度上只是雷声大、雨点小

的纸面文章。金利卡在上引同一本小册子里写道：“所谓后退，确实是表现在口头上远多于实际政策方面。”

他还转用另一位学者的话说：“在许多方面，从针对多元文化主义的公开敌视后退，仔细分析起来，与其说是

全然放弃多元文化主义的那一系列原则，不如说只是回避这个词汇的一种口头宣示。”④ 这与前引多元文化主

义条目作者的判断很接近：“也许有关多元文化主义 ‘后退’的断言与国家各种政策的实际变化之间并无关

６

①

②

③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 １８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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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Ｗｉｌｌ Ｋｙｍｌｉｃｋａ牞 Ｍｕｌｔｉｃｕｔｒａｌｉｓｍ牶 Ｓｕｃｃｅｓｓ牞 ｆａｉｌｕｒｅ牞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牞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Ｃ 牶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牞 ２０１２牞 ｐｐ ３－４牞 ｐ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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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它更多地是出于对自由民主社会缺乏整个社会的团结，对不同群体间紧张关系不断增长的担忧，以及对

多元文化主义或应为此受到某种指责的意识。”在多元文化主义惹出最大不满的移民政策方面，金利卡引用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所属二十一个欧洲国家在 １９８０、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有关移民问题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指
数记录，证明这些政策总体上保持着适度加强的态势。

二

那么究竟应当如何评判多元文化主义在当前的处境呢？

多元文化主义已经引起西方民众的广泛不满，这大概是一个很难否认的事实。其部分原因，可能出于西

方国家在涉及不合法移民、宗教、性别 （含同性恋）、女权等方面过于激进的社会政策。这些当然都与多元

文化主义具有相同的人权革命的意识背景与根源，但它们与多元文化主义保护少数民族及其文化的主要观照

点并不一样。就此而言，它看起来有点像是代人受过。

多元文化主义不是一张万灵药方。正如金利卡指出的，在族群关系被认为已严重威胁到国家安全，在对

保障人权缺乏必要社会共识，在跨境民族被认为将危害国家边境地区，在缺乏稳定的民主治理体制等各种情

况下，多元文化主义的政策就很难奏效。国际社会曾试图把它广泛推行到后共产主义以及原属第三世界各国，

但它现在已经停止这样做了。这不是它已 “退潮”或 “后退”的表征之一吗？

在怎样对待国内新移民中少数族群的国内政策问题上，多元文化主义遭遇到对它来说是最具创伤性的挫

折。移民虽多历年所，仍难以真正融入所在社会，并不时引发与当地民众的恶性冲突，迫使发达国家的移民

政策重点从过去强调少数族群的 “权利”，明确地转向强调他们对接纳他们的那个国家的 “义务”。其中反映

的正是多元文化主义政治实践的巨大失败。充满理想色彩的给予散居的少数族裔移民群体以 “无疆土自治”

权利的动议，再也不听见有人提起了。丹麦、德国、奥地利和法国对移民入籍的资格考试，体现出强制性贯

彻单一官方语言的国家意志，以及一种封闭的国民认同规训。当然这是上述诸国一贯坚持的做法，而不是这

二三十年以来的新变化。但它仍然有力地表明，即使是在高度成熟的自由民主体制下，多元文化主义在这些

方面也未能如愿以偿地收获它曾预期的成果。

Ａ 海武德在他的 《政治意识形态导论》一书里，对民族主义历史上出现过的不同民族概念及其意识形

态根源，乃至它们与文化多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之间的关系，给出了一种相当明白易懂的解释。图 １就是根
据该书第七版上的图示改制的。①

图 １

图中源于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指产生在英、法、美等国的国民民族主义，由它所定义的民族即国民民

族。这是一种包容性民族，涵盖根据世俗主义、个人平等和人民主权的契约建立起来的一国之内全体国民，

无论他们的语言、肤色和族裔如何。可是，如果一国之民只是由于恰恰同住在某个国家边界之内、并且都追

求自由平等和人民主权而结合在一起，那么这种基于 “个体主义”的结合很难是足够牢靠的。自由民族主义

理论家承认，国家还必须 “努力维护自己的独特性”，以便使国家认同变得 “厚实”。这种 “独特性”只能是

某个人群、也就是民族的集体独特性。这就迫使国家政治生活不得不超越抽象的程序性领域而打上某个或某

几个民族的印记，它最可能就是占该国人口多数的那个民族。

有的学者因此说，法国就是 “在革命者把契约民族制度化的努力所遭遇的困难进程中，蹒跚地走向文化民

族”的。这是因为 “法国各地区、省份令人惊讶的多样性———从流行于不同省份的特权以及法律、法则，到普

通民众使用的各种语言———现在似乎变作要成为民族就必须跨越的巨大障碍。以前，对于大部分观察者来说，

７

① Ａｎｄｒｅｗ Ｈｅｙｗｏｏｄ牞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ｅｓ牶 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牞 Ｓｅｖｅｎｔｈ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牞 Ｌｏｎｄｏｎ牶 Ｒｅｄ Ｇｌｏｂｅ Ｐｒｅｓｓ牞 ２０２１牞 ｐ １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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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西国王的大多数臣民说的是奥克西坦语、德语、巴斯克语、布列塔尼亚语、加泰罗尼亚语、意大利语、意第

绪语或不同的法语方言，总之不说标准法语，这似乎并不特别奇怪。这样的多样性是当时欧洲大部分地区的通常

情形，而不是例外。可是现在它被激进的雅各宾党人视为民族统一的致命阻挠”。雅各宾派未实现的这一民族建

构任务，在法兰西第三共和国 （１８７１—１９４０）期间大体完成了。① 像法国这样遵循国民民族主义的国家，也曾厉
行民族同化政策。只不过这段历史已随时间的消逝而被洗白了。一部深受赞扬、深具当代性的英国国民教科书

《不列颠文明导论》称：“不列颠不是单一的、在族裔构成方面均质的国家，毋宁说它是由四个古老民族组成的

新近的、带有某种潜在不稳定的联盟体。”② 可见现实政治里的国民民族主义，其实做不到绝对无差别地对待国

内所有不同人群及其文化，或者必须冒契约国家空洞化的危险这样去做。正因为国民民族主义不可能如其所许诺

的那样具有绝对单纯的 “公民性”，自由民族主义学者 Ｙ 塔米尔才会以 “未必那么有公民性”（Ｎｏｔ ｓｏ ｃｉｖｉｃ）作
为她一篇论文的正标题。她还声言，一个抹去民族差异的时代，“与其说是一个乌托邦，不如说是一个噩梦”。③

非常有意思的是，多元文化主义似乎就是在把温和的国民民族主义朝着它的激进化方向推进。它所标榜

的 “旨在公民化的多元文化主义”（ｍｕｌｔ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ｉｓｍａｓｃｉｔｉｚｅｎｉｚａｔｉｏｎ），从字面意思可以理解为是追求所有民族
成员个人地位的公民化。但它显然不是这个主张的本意；甚至可以说，保障一国之内所有国民拥有基本平等

的个人权利，恰恰是完全没有意识到国内少数民族与边缘人群需要某些特殊集体权利 （包括必要的政治权

利）才能保护自己语言和文化生存发展的个体主义自由民族主义所抱持的原初立场。多元文化主义的重点关

注及其政治与社会实践，实际上指向为国内每一个少数民族去争取某种集体政治权利。但它似乎从来没有强

调过，这是一种非均衡的集体权利，即它只适合于该少数民族聚居地域，因此显然不具有如每个国民所享有

的平等个人权利那样的普遍性。

例如流行于少数民族世居区域的各种地区性民族语言和文字，当然不能在全国范围内全都被规定为国家

法定的口头及书面通用语。如果一国内部的所有原住民、历史民族 （不分占人口多数还是少数的历史民族），

且不说来自各地、各国的移民人群，都在国家表达 （即所谓符号政治）及政治操作层面上拥有完全平等、不

相上下的集体政治权利，那么国家认同必定会由于落入多中心甚至无中心的状态而空洞化。在这个问题上，

多元文化主义很有可能走得过远了。

另一方面，族裔民族主义的崛起，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视为政治保守主义在 １９世纪与民族主义情绪相结合
的历史产物。保守主义 “认为民族首先是一个 ‘有机’实体，被一种共同族裔认同和共享历史绑定在一起。

作为社会聚合与集体身份意识的渊源，民族在各种社会群体中是最具政治意义者”④。

如前所述，在现代化启动较晚的国家，族裔民族主义思潮往往首先在国内占人口大多数的人群中发育和

成熟。它的兴起，必然会逐渐把 “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与我们周围的不同人群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等

身份认同问题，提出在国内少数或边缘人群的面前。国家或早或迟总要面对国内各少数民族集体身份意识的

形成和发育。由于多数人群的意识和文化是现代国家建构中不能或缺的要素，那么现代政治就无法从国民意

识中完全抹去族裔民族主义，包括多数人群的以及少数人群的族裔民族主义两者在内。

如果说走向激进甚至极端的自由民族主义会推动国家踏进空洞化的泥坑，那么走向激进与极端的多数或

少数人群的族裔民族主义，就会把国家带入由民族冲突而陷于分崩离析的血腥灾难。因此，为实现多民族现

代国家的巩固，必须让国民民族、占人口多数以及占人口少数的各族裔民族都拥有存在和发展自己的正当的、

充分的政治与社会空间，同时又使它们都处于温和的政治状态之中。怎样才能最合情合理地做到这一点，那

是一篇值得花大心思来做的大文章。

三

在考察国内民族关系时，先花费偌大篇幅去讨论中国以外有关各国处理其国内民族关系的政策及其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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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人口占少数的各少数民族。这个见解是完全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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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迁，这么做是否离题太远？我以为不是如此。多元文化主义的 “退潮”，被很多知之不甚全面的人们看作

是世界将回归单一民族国家时代的征象。这是一种带有极大危险性和极有害的误解。对此我们必须有十分清

醒的认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是文明互鉴之所以成为可能的基本前提。既然是一种互动，那就不仅需

要让外部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文明，而且也需要积极推动我们自己更透彻地理解外部世界。在日益发达的信

息交换网络把世界越变越小的今天，过去被认为纯粹属于国内事务的范围，已部分地与国际社会的舆论关注

及其不同程度的实际干预范围发生互相重叠。为了做出适应中国国情的应答和应对，我们也需要在人类共同

价值的背景下来思考和认识自己。

揆诸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比较历史语言学的新近研究揭示出，原始汉语形成的时空范围，是在大约公

元前三千九百年前后仰韶文化圈的东半部分。① 汉文明就起源于由这个最早说原始汉语的人群与商文化以及西

周文化创造者融合而成的共同人群，即汉族祖先人群。历史上最早以 “中国”命名的政治—文化共同体，以

汉文明为依托而诞生、发育起来。但是传统中国所覆盖的地理范围，后来又极大地超出了汉文明的分布地域

（尽管汉文明分布地域本身也在不断增长）。这一过程到底是怎样实现的？

蔡美彪著 《中国通史》第五册上有一段话，典型地反映出相当大一部分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所持有的基

本看法：秦始皇 “实行地方郡县制和中央集权的官制和兵制，创立起完整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制

度。此后，历代统一王朝订立的制度，基本上都是沿袭秦制，只是在秦制的基础上有所增损”②。

蔡先生是我非常敬仰的一位大师级前辈学者。可是他写的这段话，似很值得我们予以重新检讨。中国历

史上的多民族统一国家，并非单纯地在沿袭秦代乃至汉唐国家统治体制并 “有所增损”的过程中建立和发展

起来的。历史中国的统一，也不是单纯地靠汉文明从它的中心地带不断向外辐射其支配力，从而像铺地毯那

样沿各个方向寸进尺取的积累结果。

历史中国的版图整合过程，实际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来分析和叙述。第一个阶段直到唐代为止并包含唐

在内。构成历史中国的各文化—地理板块，在这个阶段分别经历漫长的发育与酝酿，先后完成了在世居其地

的主要人群主导下对于各自板块内的区域性整合。东北核心地区在这时完成了夫余—高句丽人群被渤海—

人群所替代的人口过程 （渤海、本系同名异译）。传统中国的东北在渤海国治理下实现了不折不扣的

区域内整合。吐蕃王国之于青藏高原、第一与第二突厥汗国以及回鹘汗国之于蒙古高原、南诏之于云贵，其

积极正面的历史地位均可如此认识。只有新疆尚未达成全区域的整合，而分别被从漠北迁入的回鹘人和由西

向东扩展的葛鲁禄人所分割，二者都经过本土化而很快融合为新疆世居人群。西夏对河西走廊及其邻近地区

的整合完成于宋代，但从它的统治家族受唐赐姓为李，亦可知这支地方势力在唐代已经十分发达。

唐代中后期的上述政治局势表明，西部中国无法从事雨养农业，因而缺乏汉唐国家巩固其统治所必需的

汉族农业移民作为自己的政治基础和社会响应力量。要在那里维持一种 “从外面”实施的统治，其成本是极

其昂贵的。汉唐在国力最强盛时建立于汉文明难以到达之地的间接统治，因此不具备可持续性。这一点甚至

已成为唐宋，尤其是宋代儒家主流的明确意识。他们把不能耕作的土地连同远难通之处概称为 “石田”，

以为 “得其地在国计不为有益”③；他们主张用 “来则不拒，去则不追”原则将追求 “重译来庭，航海入贡”

的 “天下”理想虚置起来④；为此他们甚至将 “秦戍五岭、汉事三边”完全视为暴政，而谓 “此皆一人失其

道，故亿兆罹其毒”⑤。宋人把唐亡的祸根追溯到为与南诏开战而驻兵广西。他们普遍以为，云南所以变成唐朝

祸害，是因为唐朝要在大渡河以南开拓疆土。他们很得意地宣称，本朝放弃了那块地方，四川因此可高枕无忧。

既然汉唐国家体制非但难以消化它们一度统治过的汉文明之西大片疆域，唐宋儒家主流甚至从主观上都

已经放弃了这样的念想，那么唐宋之后的传统中国又如何能拥有西部那一块辽阔疆域的？它显然不可能是直

接继承秦始皇 “实行地方郡县制和中央集权的官制和兵制”及其 “有所增损”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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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从历史中国版图整合的第二阶段所表现的那些特征中去寻找。

从 １０世纪起，中国版图整合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它的特征是：（一）它表现为发生在各区域之间的跨区
域整合；（二）整合的驱动力出于历史中国的北亚—东北亚板快，从中国北部边疆产生和发育起来的各边疆

王朝，即辽、金、元、清等王朝在跨区域整合中担当了主导角色；（三）这些边疆王朝循用 “皇帝”的礼乐

符号体系、并结合自己独创的制度文化成分，针对中国各文化地理板块全面实施因地制宜、“多元一体”（此

处系借用一个现代概念来概括过去的现象）的中央集权有效治理。清雍正帝早已指出：“中国之一统始于秦

氏；而塞外之一统始于元代，而极盛于我朝。”① 他的话是与历史实际大体切合的。

如果说，这个世界上的绝大部分现代国家都产生于民族主义浪潮推动下前现代帝国的分裂，那么中国与

它们之间存在的一个最显著的不同，即中国是在大体保留它的前现代帝国版图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个现代

国家。中国作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非常久远。这就注定了现代中国要沿着这条轨道走下去。中国和西方

世界的政治制度不同。但是自由民主政体采纳多元文化主义路线所推行的对国内原住民和人口占少数的历史

民族实行民族自治的政策，已经融入了锚定这些国家处理国内民族关系的基本制度框架内。它与中国实行的

少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颇有殊途同归之处。东西比较，使我们更加看清了中国少数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优

越性。动摇对这一点的认识，就可能动摇国本。

因此，能否保持和弘扬这个版图范围内多民族文化的共同繁荣，尤其成为检验现代中国文明是否健康和

公正的重要试金石。

四

当代研究民族主义的学者，大多对民族主义，尤其是族裔民族主义持某种相当保留的态度。而格林菲尔

德的 “挑衅性”著作 《心智、现代性与疯癫》，甚至把张扬平等和个人自我实现的国民民族主义诉求也视为

近代以来精神分裂症和重度抑郁症的真正根源。可是对于按国民民族主义原则建立的现代国家来说，它的凝

聚力又必须立基于具象化的民族文化，包括占人口多数的民族以及各少数民族的民族文化之上。这两种族裔

民族的存在，在大多数情况下与形塑现代国家的历史过程相伴相生。

因此，我们必须坦然地认识到，一国之内各民族的族裔认同，与这些民族对其共同祖国的国家认同，必

须也完全可以共存。它们之间不是必然要互相对立或互相颠覆的。族裔民族认同的存在尽管需要由一定的政

治权利予以保障，但它本质上属于文化认同。而对国民民族的认同属于政治认同，尽管它不得不借助于某些

族裔民族的文化成分来使自己变得 “厚实”。对于国民民族的政治认同，是可以像一个穹顶那样涵盖在国内

诸多族裔民族各自的文化认同之上的。非但如此，国民民族的政治认同，不是采用单一语言及其文化形式，

而应当并且也完全可以通过不同语言和文化的形式来予以表达、增强和巩固。那种以为使用不一样的语言就

无法在政治上达成共同国家认同的看法，是没有道理的。

如果以上认识可以成立，那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就不是意味着要变多为一，把中国变成一个单一民

族国家。在这个问题上，多元文化主义全心全意地拥抱多民族现代国家的基本出发点，切不可被简单地加以

否定。它作为国际社会人权革命的漫长道路上一个阶段性标识，在推动发达国家确立针对原住民和历史民族

的地区性自治政策方面，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积极历史印记。多元文化主义纵然 “退潮”，它留在岸上的那些

闪着光点的贝壳，已经使这个世界再也回不到被它改变之前的旧光景去了。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因此也不可能是要改变中国文明的复数属性，把它变成像融入咖啡的热水那样均

质而单一的 “共同文化”体。那种既非单一、又非多元，并足以融解、化合与替代各民族原有语言文化的共

同文化，如果它实际上不是在指 “有所增损”的汉文化而言，那就根本不可能存在，也是人造不出来的。如

此这般制造共同文化的观念，说到底不过是想以单一民族国家的旧模式来改塑中国作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本

质属性而已。从理论上说，这是在把历史辩证法歪曲为一种诡辩。我们可以增强的，只能是不同文化或不同

文化共识之间的重叠，而无法把它们变作同一种文化。另外，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与同一文化内部的地方

０１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起居注册》影印本第四册，雍正七年 （１７２９）六月二十六日，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３年，第 ２９１０
页。转引自邹逸麟：《论清一代关于疆土版图观念的嬗变》，《椿庐史地论稿续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 ２１４页。



多元文化主义与中华文明多样性

性差异在性质上也完全不一样。我们也没有理由把二者混为一谈。

在辽阔的中国国土上，流行着那么多不同民族的语言。因此把汉语作为使用人口最多的民族语文列为全

国范围的通用语来推行，这不仅在符号政治中是唯一可能的合理选择，而且对加强现代国家的政治、经济与

文化整合也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不过我们同时必须反复澄清国家的语言政策，千万不要让国际社会误以为

这是试图用汉语来替代或抑制各民族自己的母语使用和母语发展。因为有关语言功能的学术共识告诫我们，

它不仅仅是用于外在表达与沟通的一种工具 （工具是可以改换和替代的），而是民族文化世代传承并世代发

展不可或缺的载体。是它孕育出使用它的那个人群的内在思考，沉浸在该人群理解世界的特定图式之中。反

过来，一个人群的思维只有用属于他们自己的母语才得以完美地组织起来。一个人的母语与他在该共同体内

的所有其他活动都密不可分地、无所不在地联系在一起。无论如何，失去母语对任何人群都是一种最难以挽

回的损失和最难以忘怀的创痛。我们有责任让这样的事情在当前和今后不再发生。

关于如何处理中国的民族关系，费孝通先生生前提出过著名的 “十六字箴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

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十多年以来，我曾在很多次发言里说到，如果费老看到笼统地说 “天下大同”，其语

义还不够明晰，他或许会把它修改为 “和而不同”。在三年前的一次讲演结束后，一位年轻朋友告诉我说，

费老晚年其实已经萌生这样的想法了。根据他的提示，我检阅了费先生最后一本论文集 《论人类学与文化自

觉》，果然在里面找到了他对 “天下大同”的进一步说明：“强调世界全球化过程中不同民族文化在同一时间

里并存的格局，对实现 ‘天下大同’也许是必要的。”① 他还写道：

在新的国家建设当中，我们必须注意到民族与民族、文化与文化之间的那种 “和而不同”的关系。“和而不

同”是世界上成功的文明体系的主要特征，这样的文明体系与欧洲式的民族国家体系很不同，也有着它自身的优点。

在最近几次有关文化问题的发言中，我用 “和而不同”这四个字来概括我国文化研究中的 “人文价值”

的基本过程，也用这四个字来展望人文世界在 ２１世纪的可能面貌。这四个字不是我个人的发明，而是我国文
化的遗产，隐藏着我个人对于百年来人类学在认识世界方面的诸多努力的一个总结，也隐藏着我对人文世界历

史和未来走向的基本盼望……这四个字或许还能够比较贴切地表明我老来的看法。②

费先生强调 “不同民族文化在同一时间里并存”，既指世界民族之林的应有格局而言，也明确指向一国

之内各民族及其文化间的相互关系。他不是主张否定和排斥 “不同”，而是要用 “和”来超越 “不同”。从这

些话里传达出来的他的思想新境界，值得我们用心去体味。

〔本文系作者在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２０２５年校庆报告会上的讲演稿〕
（责任编辑：周 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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